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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区周边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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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都市周边乡村聚落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发生着不同程度的重构与转型，分析特殊区域乡村聚落的空

间格局与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引导区域内的乡村发展，并可为特殊地域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以武汉市新

城区 1868 个行政村为研究区，从聚落的空间分布、规模结构及形态分异 3 个方面出发，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大都市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武汉市乡村聚落集聚特征

显著，但空间分异明显，具体展现为自近郊向偏远乡村地区呈“倒 U型”结构；在规模分布上，武汉市乡村聚落规

模普遍偏小，表现为近郊大，外围小的连片分布态势，并在局部上与密度分布存在正相关；在形态分布上，表现出

明显的空间分异，主要为条带、团簇、散点等形态。最后，通过实地调查识别乡村聚落的生产生活方式：近郊以发

展都市农业和到中心城区兼业为主，多为城乡两栖生活模式，远郊以传统农业和劳务输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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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乡村系统衰退和日趋严峻的“乡村病”,这一

过程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浪费，乡村发展不充分，乡村空心化，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困难等。乡村聚落作为乡村经济社

会发展的空间载体，如何认识乡村聚落的最优规模、空间格局等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1]。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的主

要目的是对乡村聚落体系的地域空间特征及其内在规律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乡村聚落的规模(人口、用地)、空间分布、空间形态

和空间结构等特征[2]。新时代背景下，准确掌握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规律能为乡村聚落的保护、转型发展及合

理规划布局等提供参考。 

乡村是指一个非城市的广大区域，聚落是指居民的生产、生活的场所，因此，乡村聚落就是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所，它

是乡村地理的研究核心之一，也是人地关系地域体系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3]。一般认为乡村聚落为县城以下的聚落[4]。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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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国内外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类型划分[5,6,7]、规模与分布[8,9,10,11]、乡村聚落的转型与空间重构[12,13,14,15,16]、

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17,18,19]、乡村发展规划及振兴路径探索[20,21,22,23,24]等。近年来，乡村空心化和土地荒废化引发的乡村发展问

题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25,26]

。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常用的方法有：GIS空间分析、聚类分析、景观形状指数分析、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等方法[27,28]。研究尺度上，目前主要是从省域和县域测度为主，而微观尺度(一般以村域为单元)下的乡村聚落研究较

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乡村聚落空间格局背后所包含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从村域尺度下分析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可

能更有利于挖掘不同区域环境下村庄的形成过程和分异规律。就研究区域来看，国内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北方黄土丘陵地

区、江南丘陵区和西部山区，研究尺度较大且缺乏精细化刻度。此外，对大都市区腹地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研究成果较少。大都

市区乡村腹地广阔，对该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的研究，可以丰富对于大都市区乡村聚落的认知。当前，主要是集成多个指

标和方法对其进行总体发展水平评价，如朱倩琼等利用人口、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三类指标对广州市乡村聚落进行了综合评价

和类型划分，并探讨了各类型乡村聚落的形成机制
[29]

。Ma 等分析了北京市城郊区农村居民点的演化特征，认为农村工业化促进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从郊区到城乡边缘区的结构趋于复杂化和多样性[30]。罗静等认为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存在空间

分异，乡村聚落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与中心地理论(K=3)相类似[31]。大都市区是具有一个城镇化水平高度发展的核心区和大面

积农村腹地的空间区域，非大都市区农村腹地往往偏小。与传统乡村聚落相比，位于大都市周边的乡村聚落，受都市核心区(中

心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的影响，空间特征表现为复杂性和多样性特点。聚居功能变得多元化，由起初单一的农业生产和居住

功能发展成为集生产、加工、商贸、农耕体验、观光旅游等多元复合功能的空间载体，乡村人口不断分化，农民日益兼业化，收

入来源多样化[32]。另外，大都市周边乡村聚落转型具备与普通农村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国家内陆大都市，其腹地乡村聚落总体表现为城市的快速扩张和乡村地域的人口外流，区别于北京、广

州等大都市的城市扩张与人口流入。武汉作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之一，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用地扩张和人口流动不

断推动着城乡聚落关系发生深刻转型，一些村庄向中心村集并，而另一些村庄空心化现象明显，造成乡村聚落生产要素面临分化

和重组。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是自然、社会、经济以及历史演变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研究可分析人类活动

与聚落格局相互关系，是研究聚落格局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重要途径。对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研究，提出现有乡村聚落的发展

路径，不仅有利于合理规划土地和布局居民点，还可以揭示聚落形态与环境、生产之间的关系[33],为各地确定差异化乡村发展政

策提供启示。在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深入开展大都市周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研究，对于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本研究利用详实的地理国情普查数据，通过GIS 空间分析

并结合实地调研，挖掘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期揭示中部平原地区大都市周

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一般性规律和特征，为优化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提供参考。 

1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市位于湖北省东部，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祥地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华中地区金融、交通、文化中心，1+8 城市

圈核心区。在 2016 年 10 月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与上海、重庆两座城市一起被定位为超大城市。全境位于

113°41′～115°05′E,29°58′～31°22′N之间。本次研究区域为中心城区外围的六个新城区，即新洲区、黄陂区、东西湖

区、蔡甸区、汉南区和江夏区(图 1)。截止 2019年，研究区内共有 6个乡镇，61个街道办事处，常住人口 423.71万人，户籍人

口 359.47万人，乡村人口 238.38万人，乡村从业人员 132.79 万人，其中农林牧渔业从农业人员 41.77 万人。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588.21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368.31 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768 元。该区域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地形主要以平原、低山丘陵为主，区域内湖泊水网交错分布，其国土面积为 7614km2,占全省的 4.09%。2019 年末耕地面积为

179.17×103hm2,占全省的 3.42%。选择武汉市新城区研究乡村聚落具有以下意义：(1)截止 2019 年，全市有 218.75 万人口还居

住在农村，涉及新城区 1868个行政村，乡村人口数量多、规模大且分布广，乡村聚落仍然是农村人口聚居和生活的场所。同时，

国家层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聚落的治理和优化提供政策保障；(2)作为大都市其腹地乡村聚落除了自身发展之外，同时

受到中心城区辐射的影响。加之自然环境独特，河流、湖泊众多，其空间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研究该地域乡村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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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3)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真实准确反映基本地理环境要素的空间分布，依托武汉市地理国情监测

数据资料，可以更加精准刻画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 

 

图 1研究区位置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利用 2019 年的截面数据，分析武汉市新城区 1868 个行政村及其区域内乡村聚落的规模与形态的空间分布特征。本研究选

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以下 4个方面：(1)乡村聚落斑块、行政村人口数量、武汉市 30m 分辨率高程数据和遥感影像图均来源于武汉

市测绘研究院 2019 年武汉市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库，运用 ArcGIS10.2 软件，按照地理国情分类代码(CC)提取六个新城区乡村聚

落房屋建筑区斑块，并计算其面积和周长等属性值。(2)水域面状图层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3)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

于《2018 年武汉市统计年鉴》和各新城区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4)实地调查走访，调研村庄按近郊—远郊—偏远的距离梯度进

行选择，访谈内容主要为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乡村聚落规模一般指聚落用地和人口两种类型，本研究分别用常住人口数量和房屋

建筑区斑块面积来进行测度。乡村聚落形态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用房屋建筑区斑块的景观形状指数进行定量表达，用

遥感影像图进行定性分析。 

2 研究方法 

基于2019年武汉市地理国情监测乡村聚落斑块数据，提取斑块中心点位置和地块面积属性。首先使用平均最近邻指数(ANN)、

核密度估计(KDE)分析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在乡村聚落规模研究中，房屋建筑区斑块面积用于 G统计下判断乡村聚落用地

规模的集聚特征和热点区分布位置，人口数量用于聚落规模结构分析。然后利用基于景观形状指数的的半变异函数方法来分析

乡村聚落形态在空间上的变异性和相关性，最后得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模结构和形态分异的特征。 

(1)平均最近邻指数 

乡村聚落在宏观上表现为点状要素，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为均匀、集聚和随机 3种，可以用最近邻指数来判别[34]。通过

测量每个乡村聚落点的中心与其最近邻聚落点之间的距离，计算所有这些近邻距离的平均距离值，与假设乡村聚落点随机分布

下的平均距离值进行比较，来判断乡村聚落的分布模式，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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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λ=n/A;D0¯为乡村聚落点与其最近邻聚落点的观测平均值；De¯为假设随机模式下乡村聚落点的期望平均距离；n 为

乡村聚落点总数；d为距离；A为研究区面积。以 1作为判断临界值，若 ANN>1,则表示乡村聚落为均匀型分布；若 ANN<1,则表示

乡村聚落为集聚型分布；若 ANN=1,则表示乡村聚落为随机型分布。 

(2)核密度估计 

是一种统计非参数密度估计的方法，本研究用于测度乡村聚落分布密度大小，核密度值越高，说明乡村聚落分布密度越大，

反之，则越小。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x,y)为位于(x,y)点处的核密度值；n为乡村聚落点数量；h为带宽或阀值；k为核函数，di为点(x,y)位置到第 i个

观察点位置的距离。由上可知，带宽对像元核密度值的影响较大，本研究经过多次实验选择搜索半径为 6.5km,能较好的表达研

究区乡村聚落点的空间分布。 

(3)G 统计量 

本研究用Getis-OrdG来探测武汉市整个新城区乡村聚落用地规模在显著性水平下(Z≥95%),区域单元内高值集聚(或低值集

聚)的空间分布模式；为进一步检测局部的空间依赖性，利用 Getis-OrdGi*来判断高值或低值要素在空间上发生聚类的位置，其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为第 i个行政村内的乡村聚落用地规模大小；xj为第j个行政村内的乡村聚落用地规模大小；n为研究区内行政村

个数；d为各行政村几何中心点的距离；wij表示 xi与xj之间的距离权重。 

为便于解释和比较，对 G(d)和 G
*
i(d)进行标准化处理，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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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G)、E(G*
i)和 var(G)、var(G*

i)分别为 G(d)和 G*
i(d)的数学期望和方差，显著的 Z(G)正值表示区域内存在高值簇，

显著的 Z(G)负值表示区域内存在低值簇。显著的 Z(G*
i)正值，表明乡村聚落用地规模大的行政村趋于空间集聚，形成热点区；反

之，显著的 Z(G
*
i)负值，表明乡村聚落用地规模小的行政村趋于空间集聚，形成冷点区。 

(3)半变异函数 

乡村聚落形态随着村域位置方向不同，其存在差别，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规律，属于区域化变量，半变异函数是描述区

域化变量空间变异规律和空间结构的有效工具。本文利用基于景观形状指数(LSI)的半变异函数方法来探究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

落形态的分布特征[35]。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A 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P 为乡村聚落的斑块周长；r(h)为半变异函数；h 为样点间的距离，即步长；N(h)表示间距

为 h时的样点对个数；Z(xi)表示区域化变量 Z(x)在位置 xi处的值，Z(xi+h)表示区域化变量 Z(x)在位置 xi+h处的值。 

半变异函数一般用变异曲线来表示，其模型有 4 个重要的参数可用于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变异分析：基台值(c0+c)、变程

(a)、块金值(c0)和块金系数(c0/c0+c),前 3个参数可以直接从变异函数曲线图中获得(图 2),它们决定着变异函数的形状与结构。

本文半变异函数模型及其参数的确定参照文献[36]。基台值是当间隔距离 h不断增大，在变异函数 r(h)达到一个稳定的常数值，

该值可反映了变量变化幅度或系统总变异程度，主要包括 2个方面：一是来自地理环境要素引起的变异；二是来自人为活动引起

的变异[37]。变程表示样本变量自相关的空间范围，在该范围内样本变量存在自相关性，当观察数值点位置之间的间隔距离超出此

范围时，自相关性消失。块金值表示间距小于抽样距离的小尺度空间变异，其值的大小反映区域化变量随机性的大小。块金系数

可以理解为随机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变异占系统总变异的比例，反映系统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的程度，比例值小于 25%、25%～75%、

大于 75%分别对应变量强烈、中等、很弱空间自相关状态[38]。 

 

图 2半变异函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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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点模式空间分析方法中的平均最近邻指数(ANN)和核密度(Kernel)法分析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点的空间分布特征，结

果表明： 

(1)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 ANN 为 0.4,表明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点的空间布局为集聚型模式。校验值 Z 为-

339.62,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Z值小于 0.01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2.58),结果可信。 

(2)图 3为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密度分布图，从中获知以下特征：①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密度分布整体存在显著的空间

差异，总体上呈多核中心，且由核心向四周呈阶梯状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②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

密度高值区分布在蔡甸区、黄陂区和新洲区，密度值均在 21.67 个/km2以上。该区域位于河流沿岸的泛滥平原或交通交汇处，受

河流和交通的影响，在主要公路沿线和河流沿岸乡村聚落分布较为密集。密度低值区主要分布于都市核心区周边和新城区外围

区域，都市核心区周边乡村受城市的辐射，人口就地城镇化，乡村聚落逐渐演化成城镇聚落，从而造成该区域的乡村聚落分布较

少。新城区外围区域距都市核心区较远，交通通达性低，其中，东西湖区、蔡甸区和汉南区，地势平坦，耕地丰富，耕作半径较

大，这使得乡村聚落分布密度较低；而新洲区、黄陂区、江夏区地形相对复杂，以低山丘陵为主，适宜耕种的土地少且较为破碎，

因此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聚落。密度次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黄陂区、东西湖区和江夏区，密度范围在 17.42～21.67km2之间，乡

村聚落分布表现出带状和点状集群的特征。这些区域交通便利，乡村聚落沿交通干道两侧集中分布造成的。总体来看，武汉市新

城区乡村聚落密度的空间分异从近郊到偏远乡村地区呈现“低—高—低”的“倒 U型”结构。 

 

图 3武汉市乡村聚落密度分布图 

注：研究区内空白处为城市建成区，不作为本文研究范围. 

受自然环境、区位条件、经济基础、耕地资源禀赋、政策引导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乡村聚落分布特点存在差异(表 1)。 

表 1武汉市各新城区乡村聚落分布特点 

地

区 
分布特点 

新 ①集聚分布：存在 1个居民点密度高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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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区 

②沿河、沿交通干线：乡村聚落集中分布于倒水河、举水河沿岸和 318国道周边，在举水河过境的邾城街道周边处形

成密度高值区，并为研究区密度高值区面积最大的区域 

黄

陂

区 

①集聚分布：存在 2个居民点密度高值区和 2个居民点密度次级集聚区 

②沿河、沿交通干线：乡村聚落分布表现为沿 108省道、318国道、滠水河等主要线形状地物沿线两侧集聚分布，并呈

串珠状的农村居民点集聚区 

东

西

湖

区 

①集聚分布：存在 1个居民点密度次级集聚区 

②紧邻中心城区：东部乡村聚落较集中，向西逐渐减小.东部接近中心城区，受城镇化的驱动，乡村人口、土地、基本

公共服务等非农化明显，乡村经济发达，乡村聚落发展程度较高 

蔡

甸

区 

①集聚分布：存在 1个乡村聚落密度高值区 

②紧邻乡镇：集中分布在万家镇周边.镇区作为区域中心，集中了大量物质、信息等要素，同时辐射周边乡村，带动了

乡村聚落的规模发展 

汉

南

区 

①均匀分布：没有高值集聚区，整体分布相对较为均匀 

②沿江、沿交通干线：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整体分布稀疏，与其他 5个区相比较乡村聚落发展较为均匀 

江

夏

区 

①集聚分布：存在 3个居民点密度次级集聚区 

②靠湖泊、沿交通干线：乡村聚落分布受周围水域和纸贺胜路影响的结果，总体上表现为南北密度大，中间小的格局

形态，呈近似“哑铃”状结构.北部纸坊作为江夏区乡村聚落发展水较高的区域，交通便利、人居环境好，聚落分布最

为密集.在南部的山坡街道受东北部牛山湖、东侧梁子湖、西南角斧头湖和西北方向鲁湖的影响，大量的村庄靠近湖泊

周围而建，导致在该区域内形成居民点集聚区 

 

3.2 乡村聚落的规模分布特征 

3.2.1 乡村聚落用地规模的空间聚类 

2019 年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房屋建筑区板块总面积为289.10km
2
,占其国土面积的 3.8%。以乡村聚落房屋建筑区斑块面积

作为分析变量，利用全局 Getis-OrdG来探测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用地规模的全局集聚特征，通过计算得知，2019 年研究区乡

村聚落用地规模的 G(d)值为 0.000005,Z(d)值为 9.536343(P=0.000000),Z(d)值显著为正，表明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用地规模

的空间分布高值集聚的特征显著。 

运用冷热点分析工具，获得各行政村内乡村聚落用地规模的 Getis-OrdGi*统计值，并利用自然间断点法(Jenks)将 Gi*ZScore

得分值进行冷热点划分，制作乡村聚落用地规模的空间分布热点图(图 4),从中可以发现：(1)研究区乡村聚落规模的分布存在明

显的空间差异，整体呈随着与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乡村聚落规模逐渐减小，总体表现为近郊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远郊适中，偏

远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的空间分布格局。(2)武汉市新城区规模较大的乡村聚落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近郊区域和新洲区城关镇

西北角处，占整个新城区村域单元的 22.8%。近郊区域主要是由于城市经济强大的拉力吸引着农村人口、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

向城市和近郊集聚，从而改变了近郊乡村聚落的区位特征，进而改变乡村聚落规模。同时近郊区域作为传统的城市腹地，区位、

资源优势强促进了乡村聚落产生集中倾向，从而造成规模较大的乡村聚落出现；而新洲区城关镇西北角处地势平坦、河网和道路

交织分布，耕地和水资源较为丰富，生产生活条件较好是传统农业生产时期乡村聚落布局的广泛适宜区域，乡村聚落规模大，乡

村聚落分布密集。(3)与之相对的，规模较小的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距市级和区级政治经济中心较远的区域，占整个村域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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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这些区域受到大都市辐射有限，区域内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外部动力匮乏，经济发展受限，不利于聚落集聚发展，从而

导致该区域乡村聚落规模较小。除受区位条件的制约外，自然环境也是影响该区域乡村聚落集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黄陂区城关

镇以北的广阔地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石漠化严重，土层薄，适宜耕种的土地较少且土壤贫瘠，土地产出效益低，从而限制了以

农业生产为主的聚落集中发展。江夏区南部以低山丘陵为主，自聚落始建以来，为了减少占用耕地，村庄主要围绕低山丘陵呈零

散分布。综合上述分析，对比图 3和图 4可以发现，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的规模分布与密度分布存在局部上的正相关关系，表

明研究区乡村聚落在局域上存在着高密度大规模集聚分布与低密度小规模分散分布的空间形态，如新洲区城关镇西北角。 

 

图 4武汉市乡村聚落规模“热点”分布图 

3.2.2 乡村聚落人口规模结构分析 

聚落规模结构受自然环境、区位条件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参考聚落规模结构划分的相关研究[17,39],运用 Jenks 的自然

间断点分级方法，将 2019 年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人口数量划分为 5个等级(图 5)。其中，Ⅰ级>3847人、Ⅱ级为 2055～3847、

Ⅲ级为 1259～3847、Ⅳ级为 713～1259、Ⅴ级<713 人，而人口数量最大的为蔡甸区的新天村，其人口达到 9705人。高等级聚落

(Ⅰ级和Ⅱ级)在各新城区内均有分布，但数量较少，仅占整个研究区的 6.53%。其中，黄陂区拥有高等级聚落的行政村最多，达

到了7个，占具有高等级聚落行政村数量的 36.84%;低等级聚落(Ⅳ级和Ⅴ级)在整个新城区中较为普遍，占研究单元的 76.93%(表

1),表明乡村聚落呈现出显著的金字塔结构。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聚落规模等级结构为：1∶5∶16∶36∶39,与中心地理论下 K=3

的市场原则相接近，乡村聚落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城镇化进程提升空间较大，城镇化水平还有待提高。从调研村庄来看，近郊—

远郊—偏远村庄的乡村聚落在产业发展、建成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差距明显，城乡二元格局突出，偏远

乡村大部分是留守老人和小孩，村庄空心化现象凸显。 

从乡村聚落规模结构来看，武汉市乡村聚落规模结构差距相差较大，小规模村庄较多，人口空间分布较为分散，部分村庄的

人口密度很低，加之生活条件较差，应当对这些乡村聚落进行整体搬迁。 

表 2武汉市乡村聚落等级分布统计 

等级 黄陂区 新洲区 江夏区 汉南区 蔡甸区 东西湖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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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级 7 3 4 2 1 2 19 

Ⅱ级 36 37 9 1 14 6 103 

Ⅲ级 109 123 20 8 32 17 309 

Ⅳ级 251 221 67 20 1116 20 695 

Ⅴ级 213 210 170 16 105 28 742 

 

 

图 5武汉市乡村聚落等级分布图 

3.3 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布特征 

借鉴乡村聚落形态分布特征的相关研究[40],本研究以行政村几何中心点坐标(x,y)作为自变量，以每个行政村乡村聚落景观

形状指数(LSI)作为因变量，利用 GS+9.0 软件对研究区乡村聚落的景观形状指数的半变异函数进行拟合(表 3)。拟合结果显示，

指数模型的决定系数 R2最大且残差值最小。根据决定系数 R2最大，残差值 RSS 最小，并优先考虑 RSS 的原则[41],研究区乡村聚落

景观形状指数的空间分布的变异分析最佳拟合模型应选用指数模型(图 6)。 

区域化变量的空间变异主要包括结构性变异和随机性变异两种类型。从拟合模型的块金值、基台值和块金系数来看，研究区

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其块金系数为 0.499,在 25%～75%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空间自相关，说明结构性因

子和随机性因子共同对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形态分异产生作用。结构性因子包括水系、地形、地貌等地理环境要素，对乡村聚

落平面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如汉江武汉段沿岸，聚落呈狭长的弧带状且布局紧凑，而在黄陂北部地区主要以山地为主，受地形的

限制，聚落呈散点式，布局较为稀疏。随机因子包括市场准入、国家政策、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资金投入等人为活动。未来，城

镇化的发展以及在政府引导和规划指导的双重驱动下，随机因子对乡村聚落形态分异的影响将会占更大比例，近郊区域较为明

显。研究区乡村聚落的景观形状指数的变程为 8900m,表明在此范围内乡村聚落的形态存在较强的连续性。 

景观形状指数(LSI)反映了聚落形态的不规则或复杂程度，前文研究从整体上探讨了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而行政

村内存在自然村，为更加精准的考量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综合武汉市新城区遥感影像的判读分析和对东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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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阳湾村、邬桥村等36个不同分布位置村庄的实地走访和调查，发现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平面组合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主

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表 4和图7)。 

表 3乡村聚落景观形状指数的半变异函数理论模型及参数 

模型 变程(m)(a) 块金值(C0) 基台值(C0+C) 块金系数 C0/(C0+C) 决定系数(R2) 残差(RSS) 

指数模型 8900 0.3470 0.6950 0.4993 0.8450 0.0106 

高斯模型 2900 0.1120 0.6660 0.0180 0.3980 0.0290 

线性模型 7343 0.5798 0.7275 0.7970 0.5970 0.0190 

 

 

图 6武汉市乡村聚落景观形状指数半变异函数图 

表 4武汉市乡村聚落形态类型及特征 

类

型 
分布位置 特征 

占比

(%) 

团

簇

型 

主要分布在城市近郊区域，如沙

畈村、双铺村、老观村等 

①聚落特点：这些区域邻近城市，区位条件优越，早期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

落，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住宅沿聚落周围和交通干道扩建，聚落规模不

断扩大，从而形成高密度的团簇状.耕作半径小，村庄规模大，分布密集 

②生产方式：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城市影响较大，日常生产方式以发

展都市农业和到中心城区兼业为主，外出务工人员多为城乡两栖生活模式 

2.47% 

团

块

型 

主要分布在东西湖区，如试验大

队、红旗大队、金水二村等 

①聚落特点：该区域地貌以平原为主，开发初期修建了规整的产业道路和水

渠，农民为便于农业生产和管理，住宅建在道路、水渠周边，聚落形态规

整，聚落之间连通性和完整性较好，主要呈不规则团块状.耕作半径大，村

庄规模较大，分布稀疏 

②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以水旱轮作为主 

0.25% 

条

带

型 

主要分布在汉南区，如水二村、

江上村，江下村等村庄 

①聚落特点：该区域地势平坦，道路多为直线型，为方便出行，乡村住宅沿

道路扩展延伸，乡村聚落形态呈狭长的条带状.耕作半径较大，村庄规模较

小，但分布密集 

②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以水稻和水产养殖为主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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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

带

型 

主要分布在蔡甸区、江夏区西南

角的平原地区，如群主村、五一

村、同心垸村等 

①聚落特点：住宅沿河道而建，受河道走向的影响，乡村聚落形态呈弧带

状.耕作半径较大，村庄规模较小，但布局紧凑 

②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以水旱轮作为主，兼水产养殖 

0.21% 

宽

带

型 

主要分布在黄陂区，如大石桥

村、上游村、八大村等 

①聚落特点：这些区域地势低洼、平坦，为防止汛期积水成涝，居民点建在

河流周边地势相对较高的区域，聚落形态以近似矩形为特征，呈宽带状，村

庄规模大，布局较为紧凑 

②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以水旱轮作为主 

0.18% 

散

点

型 

该类型在研究区内分布最为广

泛，主要分布于新洲区、黄陂区

和江夏区南部区域.如新生活

村、夏祠村、舒祠村、谢店村、

吴店村、石桥村等 

①聚落特点：这些区域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区域位置偏僻，土地相对较贫

瘠.住宅依山傍田而建，聚落形态呈散点状，边界不规则，耕作半径较大，

聚落规模小且分散 

②生产方式：以传统农业和劳务输出为主.但在一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

且具有开发价值的村落，已开发成集观光、度假和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

地，且经营较好.如黄陂区姚家集街杜塘村的葛家塆，依托木兰文化，实现

了乡村的转型发展.现已出现民宿食宿服务、观光旅游、商贸服务、农产品

深加工与传统农业相结合的生产形态，实现了三产融合发展 

96.58% 

 

 

图 7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形态的类型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运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首先对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表达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

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规模和形态的分布特征，同时，尝试探究乡村聚落 3种空间分布特征的驱动因素。不同于已有基于县域及

以上尺度关于聚落空间格局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对研究尺度进行下移，基于村域尺度挖掘内在地理规律，研究视角愈微

观研究结果愈具体，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出聚落空间分布特征，进而透视聚落空间演变路径与内在机理。研究结论为深化乡村聚落

研究提供理论借鉴，为政府制定乡村聚落治理与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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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空间分布上，其空间分布为集聚型模式，从近郊到偏远乡村地区呈现“低—高—低”的“倒 U型”结构。这一空间分

布态势是就地城镇化、道路、河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规模分布上，高值集聚特征显著，呈现出近郊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

远郊适中，偏远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分异明显；在形态分布上，武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的形态表

现为显著的空间分异，其形态分布的均质程度不高。空间形态受河流和地形等自然环境条件影响较大，河流与地形所塑造的乡村

聚落形态具体为团簇型、团块型、条带型、散点型等平面形态。(2)生产生活方式，武汉市乡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地域分异，

受都市核心区辐射影响，近郊农户生计多元化现象突显，区域内以发展都市农业和到中心城区兼业生产为主，城乡两栖生活模式

较为普遍；远郊及其以外的乡村，农户被动式流动规模大，生产方式总体上以传统农业和劳务输出(省外就业较多)为主。 

乡村聚落发展是一个长时间人地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研究结果仅能反映静态特征，不能系统地反映乡村聚落的动态演化

过程与机理。在后续研究中有待深化乡村聚落长时间序列的时空演化及地理效应研究，据此，阐释乡村聚落时空分异规律与演化

机理，明晰乡村聚落在演化与发展过程中，作用于新城区自然圈和人文圈的地理效应。与此同时，可以基于流空间视角开展乡村

聚落网络化发展研究，识别城乡之间、乡村聚落之间的空间联系强度，从多维度揭示乡村聚落演化与发展的作用机制，为促进武

汉市新城区乡村聚落向集约化、内涵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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